去伦理化的努力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的启蒙

——以严复译《原富》为中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刘群艺

内容摘要：自1897年至1901年，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中文，名为《原富》。严复的目的在于向国人介绍作为西学体系之一的经济学，但事与愿违，与引起广泛回应的《天演论》不同，这本更称得上学科经典的著作并未得到太多反响。实际上，《原富》书中所主张的重视经济利益、任经济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观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在中国获得主流认同。

选择和翻译文本是严复学习和思考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严复的态度是在接受古典经济学思想后的一种折衷，即把西方经济理念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的方式。严复选择《原富》的动机，他在翻译中使用的词语、通过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心声以及直接加入文中的按语都表现出一个学贯中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折衷努力。深受社会进化论影响的严复对斯密的理性“经济人”为行为主体的自由经济观点非常感兴趣。但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严复背靠的是中国二千年的传统，即以“国富”而非“民富”为重，和以贵义贱利、重农轻商与黜奢崇俭为特征的轻视经济行为与从事经济行为的人的“过伦理化”倾向。接受和翻译斯密就要接受一个与伦理观念相分离的经济学。通过私利与公利的自然协调，严复为自己鼓励“民富”的主张找到了一个机制。严复也对义利、农商和奢俭提出了斯密体系中的解释。与在西方社会中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古典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社会时也产生了将传统经济观念去伦理化的效果。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严复的《原富》所完成，严复的译介是一个尝试，《原富》的出现意味着西方古典经济学理念在中国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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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中国经济思想中的伦理含义
 “伦理学”是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将中文原有词汇用于英文词“ethics”的翻译用语。
《大英百科全书》中对“伦理”的解释为：“Branch of philosophy concerned with the nature of ultimate value and the standards by which human actions can be judged right or wrong.”（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本质上含有判断人类行为正误的最终价值与标准。）
这也是现代人对伦理学的基本理解。现代伦理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两大类。在查阅《广辞苑》时，“伦理”的解释是这样的：“[礼記楽記]　①人倫のみち。実際道徳の規範となる原理。道徳。②倫理学の略。”这应该与现代概念是类似的，也是日本对伦理的理解直接来自西方的表现。

但是，现代伦理概念与“伦理”在中国古汉语中的含义是有所差别的。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伦理”的解释，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尚书》﹑《诗经》﹑《易经》等著作中已分别出现。“伦”有类、辈份、顺序、秩序等含义﹐可以被引申为不同辈份之间应有的关系。“理”则具有分别、条理、道理、治理等意义。”日语解释中的“人伦”是孟子提出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人伦虽然也属于道德原则和规范，但与现代意义的伦理显然是有区别的，其涵盖的范围要远远小于现代伦理的解释，属于“规范伦理学”中的一个部分。


随着知识体系以及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伦理学中的规范部分也逐渐丰富起来，经济伦理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经济伦理学的名称译自英文“Business Ethics”，可以分为微观个人经济伦理、中观组织伦理以及宏观经济制度伦理等，
包括经济领域从业者伦理、国际经济伦理以及经济制度伦理等等。前两者主要是从事具体经济行为的人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界限比较清晰，而最后的经济制度伦理则比较模糊，这似乎与古典经济学引导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有关。近年来，罗尔斯以及阿玛蒂亚·森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研究引人注目。


与其他学科类似，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伦理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与政治学都体现于“治国”这一目标下，伦理学与自然观和认识论也都融为一体。不仅如此，在治国策略中轻视经济行为与从事经济行为的人的倾向使传统经济思想表现为以“国富”而非“民富”为重
，以贵义贱利、重农轻商与黜奢崇俭
等三大教条为特征的 “过伦理化”倾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些特征开始于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这是由汉朝中央政府召集的一次经济政策讨论会，其中“文学”和“贤良”等读书人与政府官僚进行了辩论，读书人依据圣贤之书的教诲对官僚的政策多加抨击，以儒家理论为正统思想，将符合孔孟之道的义重于利、经商为耻与勤俭为本的教诲提升为正统思想，
支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之后，会议讨论的结果汇集成《盐铁论》。虽然在此前后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出现了各种经济观点，并且也存在“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轻视经济、用伦理来教化人民的想法始终是治国原则。即使是存在《管子·牧民》篇提到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合理的经济行为也只限于天下之大本的农业，中国人视能够额外生利的商人和商业还是“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是“邦之蠹也” 
。至清朝，洋务运动由官方推动，似乎是对前世理念的颠覆，但不仅政府内部就存在诸多反对之声，就其本身也充满了官治色彩，且多集中于兴办军事工业，对市场经济制度无多大益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留学英国的官方知识人严复将推崇自由求利的《国富论》全本译出，在中国出版，影响力虽还值得进一步考证，但仅仅就直接面对西学而非由日本转来的西学这一特点来说，就应该对严复的所译进行深入探讨。

严复（1853－1921年），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入福建船政学堂，接受西学熏陶，然后到英国留学。回国后，他先后任职于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做过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还建立过学堂。戊戌变法前后，他开始将西文政治、经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戊戌变法前，他发表了许多抨击保守派、支持维新派的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文。变法后，他的译著相继出版，“包括赫胥黎《天演论》(1896－1898)、亚当·斯密《原富》(1901)、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穆勒名学》(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3)、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和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等，是中国学者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第一人。梁启超称赞严复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严复与康梁积极要求变法、建立君主立宪的理念不合，主张首先“开启民智”，再行西方民主制度，因而被称为激进中的稳健派。
严复的经济主张主要集中在文章《原强》以及翻译《原富》时所写的《译事例言》和按语。
 

社会进化论与自由主义－选择《原富》的背景
王栻认为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最大，认为严复就是一个从达尔文进化论到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忠实信仰者
。

斯宾塞对于近代思想的贡献就在于将生物学的物种起源论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在写作《原强》时介绍了斯宾塞的学科分类法以及社会有机体理论。也正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社会有机体理论背景，严复推演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社会改革主张。严复翻译的其他著作也多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配合。《天演论》自不必说，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也是受到了达尔文影响的一部哲学著作。穆勒认为真理“会在竞争中越辨越明，知识也像生物竞争般汰弱留强，自然演进……坚持自由竞争会创造出一个重知识、尚礼仪的社会。”

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对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维新派自然是对这样的变法依据求之不得，就连保守派人物也在运用进化的观点。张之洞使用的“保种”等词汇就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使用的。而张之洞在论及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的时候，也似乎受到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认为强大的原因在于各国之间的竞争：

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


学界对于严复是否真正受到斯宾塞的影响还有些争议，但研究者都同意严复受到的是社会进化论的熏陶。正因为如此，严复才会选择注重竞争、认为竞争可以营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
当时出现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并非只有《原富》。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对立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已经展开并得以实施，即使在英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已经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中。严复为什么选择《原富》，而没有翻译《资本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或者其他经济学书籍？

除了上述严复所受到的社会进化论影响的解释之外，先前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赖建诚认为严复经济学知识的浅薄导致了他的视野狭窄，因而可能没有注意到历史学派的身影。
皮后锋则认为严复之所以在穆勒、耶方斯和李嘉图等众多经济学著作中选中《原富》，是因为他觉得《原富》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精神是当时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原因。此外，他也想借斯密之口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而且《原富》没有使用艰深的数学公式，便于进行经济学启蒙。《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提到严复翻译的意图在于“亚当·斯密用以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适合于中国当时反对清政府阻碍经济发展的弊政，特别是反对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的需要”。

严复在英国求学，当然不能漠视英国古典主义的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下的英国社会发展。况且当时的英国仍然是西方世界中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后起的美德等国还没有超出英国。
需要注意的是，严复在英国的时候正值以赫胥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时候，1875－1876年更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以消除自由经济带来的社会弊病。这也许是严复首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社会原因。
总之，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大危机前始终是自由主义传统为主流）仍是整个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虽然有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与美德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严复仍然钟情于亚当·斯密的论著。

在王栻的《严复传》以及黄克武的书中都有对于严复忽视《资本论》的解释。王栻认为严复是因为轻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没有关心留学英国时已经出版数年的《资本论》。
 黄克武则从严复的哲学背景分析，认为严复倾向于穆勒的演进哲学，而轻视从卢梭到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化哲学，从而没有把《资本论》列为翻译书目。

将西方经济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非始于严复。之前有英国的经济学书籍《富国策》在中国翻译出版，
陈炽在1896年还重译此书，并在《时务报》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陈炽还在译书的基础上撰写《续富国策》，“以求中国踵英之后而富强寰宇”。
而中国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注意也在《原富》出版之前。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就通过日本书籍注意到西方经济学，并在中国古典中寻找对应的学问。
虽然严复翻译的《原富》是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版本，但严复并没有将全书完全译出，而是节选了其中一部分，并且在译文中还夹杂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还调整了部分章节的顺序。
他在翻译过程中通过选择篇章与加进按语抒发自己的本意。严复究竟是尽力将西方经济学知识原汁原味地介绍给国人，还是要将自己的观点投射到西方经济学之中去？对此的精确研究还有待于今后去做。

根据现有的平行研究，“其（严复）所译作的《天演论》则代表一种在固有的一切都发生动摇的大时代中，企图融通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以明道救世的努力。”
可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文化“连续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翻译《原富》时，严复也自觉或者非自觉地把中国本土的经济课题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相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经济学结论。

去伦理化的努力之一——私利与公利的统一

亚当·斯密创立的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以看不见的手为调节机制、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阿玛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自斯密以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Non-ethical）特征与现代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独立，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这个过程。森在同一本书的开篇就举出描绘穆勒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一首诗：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凭着坚强的意志

克服他那天生的温顺

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克服的也许并非“天生的温顺”，而是几千年的传统，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公利观念。国富与民富两者的选择中，严复选择了民富，私利与公利在其中可以自然协调，集私利为公利，集腋成裘，聚砂成丘。但是，这并非说严复注意到了“看不见的手”这个问题的关键，相反，他在翻译过程中漏译了这个关键词。严复采取的是极为实用的态度，认为学问就是学问，经济学家就要谈论经济现象，而这是应该求私利的。

斯密论述“看不见的手”的原文为：

“But the annual revenue of every society is always precisely equal to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its industry, or rather is precise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at exchangeable value. As every individual, therefore, endeavors as much as he can both to employ his capital in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industry, and so to direct that industry that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every individual necessarily labors to render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s great as he can.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 It is an affectation, indeed, not very common among merchants, and very few words need be employed in dissuading them from it.”

严复的译文为：

今夫一国岁殖之多寡，视其地方民工所岁登者易权之大小。今者一国之商之役财也，既乐近业而惮远图而工之，赡功成物者所增价又必求其最多，如是则民之所为，皆扩充一国岁殖之事矣。必谓彼以公利为期，知其有益国之效而后为之者，是又不然,彼之舍远而事近者,求已财之不失耳。彼之务厚而不为薄者,求所赢之日多耳。彼之所各恤者皆已私而国莫之为,遂享其大利,且国之利岂以彼之各恤其私而或损哉。惟民恤其私而国以利,其利国乃愈实贤于诵言利国者之所为。彼诵言利国者,吾见其人闻其语矣,于国固未尝利,且以彼之不私而国以病者有之矣。
（一国每年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地方每年所出产的产品，或者取决于交换的价值。现在商人都愿意把资金用于国内的投资，而不愿意进行国外投资，投资的时候又会尽量地求得最大受益，所以民间所为就会增加国家的收入。那人们就会说这些人是以国家的公利为目的而投资，是因为知道对国家有利才这样做的，其实并不然，他们进行舍远求近的投资，是希望保全自己的财产；他们选择利润高的投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收益。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的私利，而非国家的利益，也因此获得了大利，那难道国家的公利会因为他们的自私而受到损害了吗。只有人民关心自己的私利从而国家才会受益，这样做的结果会好于那些口头上利国的人的行为。那些口头上说有利于国家的人，我只是听他们这样说，但对于国家却并没有好处，往往对国家却是不利的。）

英文中加着重号处都是严复漏译的文句。除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关键词之外，其他文字基本都按原文译出。

后人重译时采用的译文为：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严复在“译事例言”中对斯密求私利的主张提出这样的见解：

然而犹有以斯密氏此书为纯于功利之说者，以谓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驯致其效，天理将亡。此其为言厉矣。独不知科学之事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计也，固将非计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从而尤之，此何异读兵谋之书，而訾其伐国，睹针砭之伦，而怪其伤人乎!且吾闻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者机也。饮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即群道之四维，缺一不行，群道乃废。礼乐之所以兴，生养之所以遂，始于耕凿，终于懋迁；出于为人者寡，出于自为者多；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藉令褒衣大袑者闻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则无怪斯密他日之悔其前论，戒学者以其意之已迁，而欲毁其讲义也。（然而还有人以为斯密的这本书纯粹是讨论功利的，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人的本性考虑收益和损失，一切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如果是任其发展，就没有天理了。这是对经济学家的苛刻批评。他们不知道科学研究的评价标准在于，说的是否真诚；研究者说的是否合于仁义，也并非其心所想。而且他们讨论的是经济学，因此就必须要说经济的事，并非说人性就是为了经济就够了。如果根据经济学家所说来批评他们，就好比读着兵法之书，发评论说作者祸国殃民一样！斯密曾经说过：“现在社会之所以成之为社会，未必都是从善而为的。饮食男女之事，都是人类的欲望，是人之常情，缺一不可，人伦将废。礼乐之所以兴起，人类社会之所以繁衍，开始于农耕，终于互通有无的交易。这些行为不是为别人，更多的是为自己，集私利为公利，国家才可以繁盛。”这些话如果让正统的官员听见，岂不会大惊失色。也难怪斯密之后会后悔自己在书中所言，为了向后世表明自己的主张已经改变，想烧毁自己的讲义了。）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严复对斯密学说的整体认识。首先，严复对于经济学求私利的现象是首肯的，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就是一个求利行为，而且是求私利的，是人之常情；其次，严复并不认为这是全部，也就是求利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斯密内心也并非这么认为，还是以伦理为重。去伦理化的努力被严格限制于经济学范围之内。

去伦理化的努力之二——《原富》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


这种经过严复阐释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严复解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时体现得最为明显。试想象，贵义贱利与经济人假说，重农轻商与自由贸易的鼓动者，黜奢崇俭与经济发展的动力——需求与市场，怎么可能放到一起论证呢？但是严复做到了，他对这些传统经济观点或立或破，使用的工具就是《原富》中的思路。

1． 对 “贵义贱利”的看法

因为严复采用文言文、而非白话文来翻译《原富》
，在寻找与西方经济学观点和词汇相对应的译词时，严复就必须要在古典中找寻。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追求私利等观点，严复使用“义利”来加按语。

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规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君子同术焉，固不可矣。……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者最伟之功也。

严复认为义利本来就不可分离，分离的结果是有害的。他认为儒家强调义利殊途用意虽善，但不能运用于现实。严复又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实践说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寄托于自由，又获得两全其美的效果，经济学可以将义利两者合而为一。

史华兹提出严复上述的言论可看作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认为有节制的利己行为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求利的心理。

惟公乃有以存私，惟义乃可以为利。

严复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特理解就在于他能够从自由主义者对于私利的推崇中推演出群己并重的集体主义结论。这一贯是西方学者批评严复的地方，认为他曲解了西方经济学以私利为目标的本意，而结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以及国家求强的心理，把私利变为追求公利的手段，从而得出公私并举和群己并重的调和理论，甚至以自由主义鼓励私利的出发点为背景，提倡公优于私，义促进利。中国社会的传统多以国富为目标，而当时的现实又是面临外患、国民素质不高，这可以解释严复的观点，即虽然推崇自由，但并不排斥公利，甚至不排斥国家的干预与管制。这也是穆勒《群己权界论》中的观点。
当然也就从这个角度说明严复的经世心理，《原富》是严复的“原富”，是中国的“原富”。

严复对于自古以来的义利之辨之所以关心，也有维护变法的原因。麦劲生认为严复强调义利的本意在于使用反对变法者的论据来反驳之，因为当时保守派往往以变法不合义为由对变法横加指责。严复则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称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可以合义利，从而乐众民，达治化。

严复在此后的著述中对义利的分析愈加明确。义与利、己与人已经到了不分你我、有些混淆的程度了，足见他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经济学观点的处心积虑。

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

2． 对 “重农轻商”的看法

严复对于重农轻商的观点是：农业是根本，但商业也不应该放弃。

他在解释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时说：

农宗此论，其所明白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享也，且能持已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

在此，他提出以农为本可以兴工商、富国民，甚至保国家。这与中国传统的农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而实际上，斯密的原文是要批驳重农学说的主张。严复与斯密的对立正说明了严复的中国背景。

这样的对立在下面一段按语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严复对比了中国传统的产业观念与斯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本商末的说法不尽妥当，但观点并没有错误：

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二者为本末，乃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虽然，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尝误也。

但是严复为求得中西合璧，又从后人的误解来说明本末之说似乎有些言重。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有些含糊不清，有草草收笔的意味，提出到底是采用中土的本末之说，还是采用西人的野邑之别，没有必要计较，随和习惯和人意即可：

特后人于本末有轩轾之思，必贵本而贱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后成体。而于生均不可废。夫啖蔗者取根，煮筍者择梢。本固又是而粗，末亦有时而美，安见本之皆贵乎？必本之贵者，不达于理者之言也。故此译于农工二业，野邑本末杂出并用，取于人意而易达，不斤斤也。

虽然严复以含混的言辞带过本末之争，但他对于通商之事却是言辞清晰，因为他始终认为英国富国的源泉来自国际贸易，因此极力赞同开国通商。

严复还为了强调通商的重要性，更改了斯密的原文。书中原文：“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被更改为：“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以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者，皆古盛而今衰。”
这一更改不能看出严复极力推崇开放海禁、与外国通商的用意。

但是，严复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是以国家掌握贸易主动权为前提的。当时清廷已经将海关利税权拱手让人，自由贸易无从说起。严复的主张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3．对 “黜奢崇俭”的看法


严复对于奢俭的议论并不少。表面上，严复对于从道家发展而来的崇俭论积极响应，并严厉指责黜奢之说，
但严复的奢俭已经从传统观念中的消费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

他对于积累与消费的观点基于斯密对于生产所需的三要素的说明，即“曰地、曰力、曰母财”
，也就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他在书中写下长篇按语来解释国人相对较为生疏的生产三要素，并采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来说明土地在耕作过程中地租的变化。他还说明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使用“食限之”来说明人口停止增长的原因，认为如果可耕之田尽，则人口就无法增加了。他还解释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并指出相对多寡直接导致了两者报酬的差异。由于母财（即资本）的重要性和国民对之的陌生，严复特别对资本的增殖过程详加解释：

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斯为积蓄。斥此以养后来之力役，则号母财。母财者，前积之力役也。故不仅现在之力役，可以至于盈溢。即前积之力役，亦可过于饶衍也。

在详细解释生产要素的含义之后，严复提出了有关消费和积累关系的观点。
他在论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时，提出“俭”是资本积累的手段，即传统观念中的勤俭是为将来生产准备资本。这其实是有传统“俭”之名，而无传统“俭”之实了。严复说：

道家以俭为宝，岂不然哉！乃今日时务之士，反恶其说而讥排之，吾不知其所据之何理也。斯密言，俭者，群之父母。虽然，但俭不足以当之也。所贵乎俭者，将以有所养, 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 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

以资本积累为目的，严复推导出民众素质对于积累效果的影响。他提出修养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修养足以让民众适可而止，只有高素质的民众才会得到高积累的效果：

惟俭有以奖勤。盖俭而后母增，母增而后勤者有所藉。”……按：由此言之，则富庶之源，皆发于俭矣。然计学家则谓，民增之限视食。而庶之为量，又视日用饮食所谓民质之崇卑。使民质崇，则过庶不易，而所患为稀。若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

这实际上又与斯密的竞争可以规范人类行为的心意有所不同，展现给中国读者的是类似于圣人君子与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虽然这可能会使一个西方读者倍感疑惑，但对于中国读者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严复认为黜奢的人应该是统治者。他在翻译原文过程中强调统治者应该洁身自好，以杜绝外国奢侈品的侵入。

因此，如果不刻意追究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分别，严复的黜奢崇俭论与传统观点如出一辙。如果再考虑到荀子对于节用与生产的关系的主张，
则真可以说严复的观点与其说来自于西学，不如说来自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的投影更为贴切了。

贵义贱利、重农轻商与黜奢崇俭是由中国传统“过伦理化”的经济理念所衍生出的经济政策原则。严复在翻译《原富》过程时自然会与这些政策观点有所冲突。对此，严复采用按语的形式或者加以解释，或者加以评论，其本意在于面向中国的读者，用本土化的语言来说明斯密的西方经济学术语和思想。严复翻译的目的在于介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推动创立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近代科学体系。在翻译和重构的过程中，严复虽然表面接受了自由主义主张，但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于中国传统观念的认同，使得这种“去伦理化”的努力并不彻底。

结语——《原富》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中国人对于严复的赞誉要远远多于贬斥。从传统的角度看，严复中学底子坚实；从西学的立场分析，留学英国的经历也许使得他比同时代人更能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因为对于变法运动的支持以及传播西学的贡献，严复被誉为是真正的贯通中西的大家。
如果说张之洞用“中体西用”来解决戊戌变法时的社会问题，那么严复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就是“西化”了。
但不能忽略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严复是一个西学知识分子，支持“去伦理化”的自由说以及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但西方学者却从严复的翻译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称他的翻译是中国近代史上传统文化连续性的代表。

《原富》给维新派提供的是进行社会改革的进化论基础以及追求社会自由平等的改革目标。但是，真正理解并运用《原富》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中国现实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就是把购买严复的书作为标榜自己向西学的一个炫耀之举。

严复在戊戌变法前就已经着手《原富》的翻译，但书的出版是在1901年，所以这本书对于维新变法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多从日本得到西学精要，从中不免有曲解之意。身为变法支持者的严复确是从原著中直接得到西学的知识，即使其中有重新理解，但毕竟比日本西学少了一个可能曲解的环节，反映出中国维新知识分子在直接面对西学时的态度与立场。

严复凭借社会进化论的立场选择了亚当·斯密，用中国知识人的良心与传统伦理观限制了斯密理论的经济学边界，用斯密理论对传统“过伦理化”的经济教条理念进行了重解。严复对“去伦理化”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立场明确而实用：结合中国实际，培育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民众群体，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求得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这个思路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原富》就像其英文原书一样并没有在出版后马上引起反响。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书中的“去伦理化”的经济学倾向与当时的社会舆论不合，而是因为当时社会所关注的是垂危的政府何去何从，中国的政局将如何变化。《原富》可谓“生不逢时、曲高和寡”
。即便如此，“甲午之后，新文化运动之前，整整一代人主要透过严复的翻译去认识西方的学术与思想”
，严复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理念的启蒙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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